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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
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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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重要的诗人，其诗
作堪称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杜诗成果丰硕，仅现

存的就有１４００多首，且在诗歌题材、主题内容、格
律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是“集大成”者。作为中

国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一

面旗帜，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杜诗蕴含

的传统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沉郁悲慨的诗风、如同

轨辙的诗法典范，给后人树立了标杆。唐以来，历

朝学杜之诗人屡见不鲜，研杜之著作浩如烟海。在

宋代，学杜诗之风气蔚为大观，欧阳修、苏轼等无不

钻研杜诗以自用，尔后成为大家，黄庭坚和他的江

西诗派更是公开将杜甫奉为开山祖师，当时的诗坛

亦有“千家注杜”的说法；明代亦曾有过学杜的热

潮，无奈至明末复古诗法完全僵滞，“三袁”“钟谭”

等人见势掀起了一场纠偏正颇的反复古运动。此

后，明清易代，杜甫和他的诗歌则重新焕发了光芒。

在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末期，面对闯入中原的异族

统治王朝，清朝诗人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杜诗“国破

山河在”的悲恸，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几乎无人不学

杜。这就从一开始奠定了杜甫在清代诗坛的地位，

其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一　清诗理论与杜诗格调、诗法、情感

杜诗既是唐诗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

一个深刻的转折。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时至

杜陵而圣，亦至杜陵而变”，乃至“嗣后为诗者，举不

能出其范围”。既然不能出其右，那么是否善于习

得 “少陵自有连城璧”，则成为了诗歌能否成功的

关键。对此，宋陈师道早有总结。他认为那些学习

杜诗只在模仿表面的人“非善学者”，提出“学诗之

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而清代有许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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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诗歌理论，正是建立在对杜诗格调、诗法、情感

等不同方面各有侧重地推崇的基础之上的。

清沈德潜立“格调说”，标举“和人情、厚人伦、

匡政治”的社会功用，最早可追朔至《毛诗序》“先

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而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相联系，则不能不

说是受到了杜诗典范的影响。杜甫“一生只在儒家

界内”，其思想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诗歌中体现

的忠君爱民的政治理想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

不都是沈德潜“格调说”所标榜的么？事实上，杜甫

也确实是以“圣人”的形象影响着沈德潜的诗歌理

论。沈氏《唐诗别裁集》评价杜甫，“少陵身迹乱

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倦倦不忘，得圣人之旨

矣。”而书名中的“别裁”二字正是来源于杜诗“别

裁伪体亲风雅”。且在古代众多诗人中，沈德潜只

为杜甫一人做了专集《杜诗偶评》，可见杜甫必是其

最推崇、对他影响深远的诗人。

与沈德潜同为渔洋再传弟子的翁方纲则重杜

诗之“肌理”，其创立的诗学亦是从杜诗“肌理细腻

骨肉匀”中拈出“肌理”二字命名，足见杜甫对其诗

学理论形成的影响之巨。是时，杜诗风行，无论是

官方、学界都将杜诗奉为“诗中六经”，翁方纲全盘

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其诗学研究中，一直是“唯杜

独尊”的。自１６岁学诗以杜诗入手，此后他一生的
时间都将研注杜诗作为事业。

翁方纲学杜也颇具特点。他不似前人那样更

多地看重的是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而是强调

学习杜诗之诗法。其《石洲诗话》手稿本说学古人

之诗，不必学具体样貌，而应该“造其深微得起肌理

运转之所以然”，即“客实衔接乘承伸缩”。尤其强

调杜诗之肌理细密，清晰可见，是为诗之楷模。他

极力推崇杜诗的诗法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在《杜

诗附记》自序：“（杜诗）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盫缝

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

独至之诣。”

与翁方纲几乎同时代的袁枚，也是清诗史上一

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所创的“性灵说”指引清诗走

向了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性灵说”以“真性情”为

核心论诗，凡诗强调一个“情”字。有意思的是，袁

枚也对杜甫推崇备至。从传统诗学观点看，杜甫实

在与“情”没有太多联系，袁枚对他的认识可谓是别

开生面，既不标举诗史，也不深钻炼字，而赞“老杜

长于言情”［１］１８３，特别赞赏刘锡五化用杜甫诗句

“语必惊人总近情”直指自己心源泉。并将杜甫推

至其以“性灵”论诗的首要地位，仅《随园诗话》中

就出现“少陵”５７次，“杜甫”９次，以“杜”称杜甫的
情况更是多不可数。且以“情”出发，对杜甫的评价

有很多独到之处，如“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

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

深耶”［１］４９８，更是反对钱谦益等人以史注杜，“余读

钱注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１］５５６。事实上，杜甫

的所有时事诗确实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运动，有感

慨、悲愤、反省、评议等性情的表达，是源自于杜甫

个体的人格内涵的。其“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

的理论与袁枚的性灵说正相吻合。袁枚认为“杜少

陵、白香山创为新乐府，以自写性情”，［１］８１７而时人

评价“性灵句实逼香山”，虽袁枚强调去绝依傍，不

是有意模仿，但也足见杜诗一派对其潜移默化的影

响。袁枚对杜甫这番独特的点评对后人影响极大，

直接导致梁启超以“情圣”评杜甫，振聋发聩。只可

惜这一派对“杜甫之情”的研究和学说，还没有像

“诗史”精神一般，得到当今学术界的全部重视。

除此三派之外，还零散分布着许多在诗歌理论

方面受杜甫影响的诗人。如叶燮以杜甫、韩愈、苏

轼三家并举，提倡“生、新、深”的诗歌理论；顾炎武、

吴嘉纪、李因笃三人深心学杜，沉郁慷慨而自具性

情；孙枝蔚、方文等人提出学习元白新乐府的现实

主义精神和艺术经验的诗歌理论，以上窥杜甫。

　　二　清诗创作与“诗史”精神的发展

晚唐孟蓕在《本事诗》中首次对杜甫诗提出“诗

史”这一概念，“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２］意味杜甫

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经

宋人不断标举，“诗史”则发展为对那些深刻反映重

大历史事件，充满士人情怀作品的高度赞扬。

明末清初局势动荡。自吴三桂大开门户、清廷

入主中原后，诗人们眼睁睁看着汉人山河一步步被

异族权势所征服。国破家亡的悲恸让他们与身处

安史之乱的杜甫产生了强烈共鸣，读起杜诗来更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早在北宋，爱国将领

李纲就曾感叹，对于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

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

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这种精神上的契

合，使得清初诗人不自觉地以杜甫的现实主义指导

自己的诗歌创作，关注社会现象，抒写现实生活。

这些诗人以明朝遗民为主流，身历鼎革，目睹社会

历史的重大变革，心情自是悲恸。作为文人，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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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家亡无计可施，惟有效仿杜甫，以士人之笔抒

忠诚之心，纪目睹之事，以诗存史。

吴嘉纪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其诗歌尤重反

映民生疾苦，同杜诗之“三吏”“三别”有着直接血

缘关系。写清兵“扬州十日”大屠杀的残暴，“城中

人流血，营中日歌舞”，与杜甫写安史叛军“群胡归

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一脉相承；写清朝横征

暴敛“里胥夜捉人”实承杜诗“有吏夜捉人”。清人

陆廷抡赞吴嘉纪在“诗史”方面完全不亚于杜甫和

元结，“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

山咏《舂陵》，何以过？”

由明入清的诗人除了遗民外，还有不少弃节仕

清的“贰臣”。这些诗人虽认主清廷，但也并非完全

忽视现实，面对满清的粗暴统治，也有不少深刻反

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代表当推以诗纪史的吴伟

业。身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身又亲历了

两朝荣辱迥异的官场遭遇，吴伟业由春风得意的

“出将人相”沦为“贰臣贼子”。正是这跌宕起伏的

人生经历，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潜能，在叙事、抒

情等诗歌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他的“诗

史”精神主要寄托在他的叙事诗中，尤其是那些反

映人民生活困苦、阶级对立矛盾重重的诗歌，直接

受到杜甫“三吏”“三别”的影响。如《直溪吏》《芦

洲行》《捉船行》《马草行》等。除了反映民生疾苦

之外，吴伟业也很好地继承了杜甫以诗纪时事政治

大事的传统。《瓯北诗话》：“梅村身阅鼎革，其所

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南厢园

叟》《永和宫词》等作，皆极有关系。事本易传，则

诗亦易传。”［３］其诗歌所写对象横向上涉及至王侯

将相、歌女艺伎，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

物，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可编成一部明清之际的

历史教科书。由于此类诗歌大都取自当时的真人

真事，其中不少为诗人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之事，这

也使得吴伟业的诗歌在“诗史”的道路取得了新的

发展———《明史考证捃逸》、《明清史》等严格意义

上的史学著作都征引了吴伟业的诗歌以证史。可

见其诗歌所叙之事确为信史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诗史”精神，吴伟业在继

承前人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他

所谓的“诗史”是“史外传心之史”，强调诗歌反映

现实的社会功能之外，更重视通过抒发个体感受到

的心灵震动来反映历史，只有这样，“即谓之诗史，

可勿愧”。

清初诗坛盛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精神，后人

追随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施闰章、朱彝尊等大

家，他们学杜诗之精神，因事立题，反映现实。至清

末，社会再生动荡，国力衰微，洋人入侵。鸦片战争

一声炮响，更是惊醒了许多沉睡在天朝美梦中的文

人士大夫拿起笔来，以诗歌记录封建社会是如何走

向末路的。鲁一同就是其中典范，也是清末学杜诗

人的代表。面对国家危难，自幼饱学儒家思想的鲁

一同深刻体会到了杜甫式的情感，创作了一大批反

映国事民生的诗歌。其中，《读史杂感》和《重有

感》八首，以组诗的形式对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

结果进行了叙述。钱仲联《清诗纪事》评：“所为哀

时感事之作，尤苍凉悲壮，足当诗史。”［４］其《重有

感》中 “张公苦意绝天骄”化用杜甫“韩公本意筑三

城”，“西风大树日萧萧”化用杜甫“大树日萧萧”

等，钱先生称其为“嗣响杜陵”。他对“诗史”精神

的发展体现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尤其是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能自觉地将这一封建社会未曾

遭遇过的民族危机写入诗中，这使得他的诗歌中蕴

含了一个杜甫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主题。

清代诗歌虽处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日暮黄昏，但

绝不是日薄西山的衰败，而是爆发了十足的后劲。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显示了自身良好的整体风貌。

杜甫诗歌的格调、精神对清代诗坛的影响功不可

没，他为清代诗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提供了全方

面、多角度的范本，大家各取所需，任选一面加以继

承和发扬，就成就了所以清代诗坛姹紫嫣红、百家

齐放的繁荣景象，无怪乎清代是继宋代之后的又一

个杜诗学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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